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的广东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刘丽辉1 ,徐  军2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2.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广东广州  510070）

摘要：广东农业是典型的高碳型农业。基于1991—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在变形的Kaya恒等式基础上，利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分析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农业人口规模与广东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表明广东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剧了农业碳排放，农业人口规模的减少有碳减排效应；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广东农业碳减排；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广东碳排放强度呈正U型曲线关系，且已越过阶段较低点处于上升态势；种植业在农业中的比重、农业自然灾害程度与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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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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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e is a typical high-carbon one in Guangdong. Based on the Kaya identity of deformation as well as time-series data from 1991 to 2013, and using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Guangdong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riculture carbon intensity is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both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ize,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intensified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ducing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ize in Guangdong cause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t’s helpful to reduc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with the improving of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variation of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zed with a U-shaped line, and is currently located in the rising edge. Moreover, the agriculture carbon intensity is also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planting industry i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damage degree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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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农业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推手已得到全社会共识。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近年来我国农业碳排放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指出，我国农业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7%[1]。可见，减少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农业领域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农业经济也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广东农业的高增长却是以高投入、高碳排为代价的，和国内许多农业大省相比，其化肥、农药等高碳型生产资料的投入一直稳居全国前列，也居世界前端（中国投资咨询研究）。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广东农田的化肥施用量达到641kg/hm2,远远超过国际认定的225kg/hm2的安全上限，农药使用量为31kg/hm2，超过农药安全使用量8.7kg/hm2，是发达国家使用量的4倍多[2]。因此，广东农业碳减排的空间很大。而要挖掘广东农业碳减排的潜力，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广东农业碳排放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这对于制定合理有效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措施，推进广东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于我国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学者在测算我国农业碳排放基础上主要采用以下4类方法构建模型进行分析：第一，在变形的Kaya恒等式基础上得到农业碳排放的基本影响因素，即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农业人口规模因素，再利用LMDI模型进一步分解，得到其贡献值[3-5]；第二，利用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模型、Grossma和Krueger[6]的思路等，分别考查个别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进步等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大小[7-9]；第三，基于“I=PAT”方程，采用迪茨（Dietz）和罗莎（Rosa）提出的扩展形式，即STIRPAT模型，从人口规模、人均财富及技术水平构建指标体系，考察人口、经济、技术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差异[10-11] ；第四，在考虑以往研究经验、文献资料及统计数据可获得性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相应的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12-13]。这4类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侧重，从分析结果来看，由于选取的研究对象多以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效率为主，现有的研究结果及政策措施也大致相似。但考虑到我国各省、区、市在农业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宽泛的研究结论对不同地区的借鉴作用并不大。基于此，少数学者借鉴以上4类方法，研究了我国湖北[14]、吉林[15]等省市农业碳排放。可能考虑到广东是我国的工业经济大省，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偏小（低于10%），构建模型定性分析广东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文献很少。为此，本文在梳理和分析以往研究方法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较全面地分析广东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1）研究思路上，在扩展的Kaya恒等式基础上得到农业碳排放基本影响因素，再借鉴STIRPAT模型进行分解；（2）衡量指标和研究方法上，借鉴郭郡郡等[16]、王芳等[17]、冉和光等[18]、吴贤荣等的研究成果，本文在考虑前述4类基本影响因素基础上加入城镇化及农业自然灾害因素，对影响广东农业碳排放的因素进行较全面考察；（3）研究对象上，考虑碳排放总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各经济区域碳减排效率和效益，本文选择碳排放强度（即单位播种面积上的碳排放，简称每公顷碳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各影响因素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等。

2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Kaya恒等式是由日本教授Yoichi Kaya于1989年在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该恒等式建立起了经济、政策和人口等因素与人类活动产生的CO2之间的联系。变形后的Kaya恒等式被广泛运用到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中。结合广东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考虑城镇化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在一般变形后的恒等式中加入城镇化因素，扩展的Kaya恒等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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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CO2 、AGRI、 AGR、POP、APOP分别代表农业CO2排放量、种植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全社会总人口、农业人口规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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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即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因素、农业人口规模因素。

 STIRPAT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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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环境影响、人口规模、人均财富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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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被估计的参数，
[image: image16.wmf]i

e

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不同观测单元。以STIRPAT模型框架为基础，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及以上扩展的Kaya恒等式，本文以农业碳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农业产业结构因素、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规模等作为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具体分析如下：

（1）农业生产效率，取单位种植业产值上的碳排放为衡量标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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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反指标因素，该指标越大，意味着获得相同期望产出的同时，非期望产出越多，农业生产效率就越低；反过来，则表明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源使用效率就越高，农业生产效率越高。一般情况下，该指标越小，农业生产效率越高，相应的农业碳排放就会越低。

（2）农业产业结构，以种植业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比重为衡量标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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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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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业、牧业、渔业相比，种植业是农业中能源消耗大户，也是碳排放大户，在农业产出规模既定的情况下，种植业所占比重越大，农业碳排放也会越大。

（3）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以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全体社会总人口之比为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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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内，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意味着农业产出规模的扩大、能源需求的增加，在全社会能源消费以碳基能源为主的刚性条件下，农业碳排放也会随之增加。

    （4）城镇化水平，以全社会总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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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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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比值越大，表明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小；反过来，则表明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区域城镇化水平越高。从全社会角度来看，王芳等[17]、郭郡郡等[16]认为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关系，早期因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耗费能源与资源，会使碳排放增加，但长远来看会抑制碳排放。
（5）农业人口规模，以农业人口总数为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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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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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能源消费水平持续攀升；反之，则会减少能源消耗，抑制碳排放。
在扩展的STIRPAT模型运用过程中，为消除异方差，直接获得广东碳排放强度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对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得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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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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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农业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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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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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表示为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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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随机误差项。
此外，为进一步检验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在模型(2)解释变量中加入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平方数，由此得模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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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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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平方因素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率，其他同模型（2）。

    我国每年因农业自然灾害导致经济损失达3 500～4 200亿元。一般情况下，农业受灾面积越大，减产越多，将导致农业期望产出与实际产出差异越大，会影响单位播种面积上的碳排放。为了反映自然灾害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农业受灾程度的解释变量，受灾程度用当年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百分比表示，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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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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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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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农业受灾程度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其他同模型（3）和（4）。下面将根据模型（2）、（3）和（4），以Eviews软件对广东1991—2013年有关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就各影响因素对广东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2.2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运用以上模型分析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首先需要测算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并计算碳排放强度。测算碳排放总量关键是确定农业碳排放源及各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农业碳排放一般有农地利用、水稻生长、动物养殖等3大来源，其中农地利用是第一大源头[19]。本文仅考虑农地利用活动导致的碳排放。考虑广东农地利用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考虑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质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使用农业机械消耗农用柴油所产生的碳排放；农业翻耕破坏土壤有机碳库，导致有机碳流失形成的碳排放；农业灌溉耗费电能所引起的碳释放。借鉴李波等[20]对农业碳排放的测算方法，确定碳排放估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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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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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碳排放总量，
[image: image43.wmf]i

为碳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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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种碳源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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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碳源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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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碳源的碳排放系数。具体参考李波等[20]的计算方法，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农业翻耕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取0.895 6kg·kg-1、4.934 1kg·kg-1、5.18kg·kg-1、0.592 7kg·kg-1、312.6kg·km-2。由于只有火力发电才导致碳排放，借鉴冉和光等[18]的做法，对农业灌溉的碳排放系数乘以0.75以反映我国电力中火力发电的比重，得农业灌溉的碳排放系数为20.476kg·hm-2。

2.3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

碳排放总量测算中所需的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农业翻耕数据，以及碳排放强度计算所需的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国家统计网站（http://data.stats.gov.cn/），化肥按当年折纯量计算，其余按当年实际使用量计算。

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广东种植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全社会总人口、农业人口规模、农作物受灾面积均来自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广东农村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影响，种植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以1990年不变价进行换算。

3    测算结果及模型实证分析

3.1  测算结果

3.1.1 广东农业碳排放情况

根据公式（5），计算得到广东农业碳排放情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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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1—2013年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变化情况

图1表明，1991—2013年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碳排放总量从1991年的260.22万t上升至2013年的346.55万t，年均递增1.25%；碳排放强度从1991年的每公顷459.9kg增长到每公顷737.7kg，年均递增2.08%。从农业碳排放构成来看，化肥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23年来化肥碳排放为广东农业碳排放平均贡献63.12%的份额；其次是农药、农用柴油，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16.58%、14.2%。且23年来，化肥、农药、农用柴油碳排放均呈上升态势，年均分别递增1.45%、1.36%、0.85%。

3.1.2   全国各省（区、市）碳排放情况对比分析
    进一步测算2012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农业碳排放情况，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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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我国31个省（区、市）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情况

图2表明，2012年在我国31个省（区、市）中，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分别位列第10和第7位，均远高于广东农作物播种面积在全国第18位的排名。按全国农业碳排放源来排序的话：2012年广东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的碳排放分别位列第11位、第7位、第15位和第17位。显然，这4类明显偏高的碳源排放拉高了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在全国的排名，也进一步表明广东农业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等发展模式仍普遍存在。
3.2  模型实证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回归发生在随机游走变量之间而导致“伪回归”现象，须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在对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过程中，所有序列均按照SIC、SC准则自动确定最优滞后阶数，设定基本类型为（C,T,K），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原序列均非平稳序列，但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符合协整检验条件。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3.2.2 估计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7.0软件对模型（2）、（3）、（4）分别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中修正前数据所示。从修正前回归结果来看，3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调整后拟合优度、F统计量及DW统计量都表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但进一步分析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值，发现可能由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使有些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使回归系数精确度下降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修正。从修正后回归结果来看，3个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通过了t检验，3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基本不变，F统计值提高，DW统计值变大，且全部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表明模型中所有序列不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因此，修正后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由此，以下的分析以修正后的模型回归结果为主。

表1 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回归估计结果
	自变量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因变量（每公顷碳排放）
	因变量（每公顷碳排放）
	因变量（每公顷碳排放）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常数项
	-20.672 00***

（-3.413 207）
	-23.819 59***

（-3.413 207）
	-19.424 11***

（-2.445 306）
	-13.703 16***

（-2.099 794）
	-12.492 99

（-1.530 105）
	-7.552 009

（-1.139 865）

	生产效率
	1.119 210***（8.706 515）
	1.080 285***（10.140 48）
	1.066 071***（4.304 898）
	0.836 839***（5.079 213）
	0.959 607***（4.086 077 7）
	0.775 290***
(5.077 998)

	产业结构
	0.798 547***

（3.330 945）
	0.783 950***

（3.356 651）
	0.673 766（1.225 201）
	 --
	0.528 387（1.031 302）
	  --

	人均总产值
	0.190 780（0.567 519）
	    --
	0.871 678（0.322 463）
	3.785 691***（2.901 64）
	2.540 613（0.962 819）
	4.908 840***
(3.768 437)

	人均总产值平方
	      --
	     --
	0.124 860（0.253 981）
	0.662 973***（2.955 715）
	0.371 893（0.789 626）
	0.804 340***
(3.742 919)

	城镇化水平
	3.197 393***（5.539 016）
	3.497 912***（15.533 64）
	3.162 453***（5.179 239）
	2.984 483***（4.955 241）
	2.634 301***（4.204 472）
	2.455 665***
(4.069 692)

	农业人口规模
	2.798 455***（4.816 545）
	3.087 240***（11.235 54）
	2.756 950***（4.441 847）
	2.527 508***（4.205 878）
	2.293 883***（3.694 494）
	2.080 959***
(3.546 283)

	受灾程度
	--
	--
	--
	--
	0.033 829*
(1.915 338)
	0.036 527*
(2.086 779)

	拟合优度
	0.984 422
	0.984 108
	0.984 488
	0.982 936
	0.987 709
	0.986 775

	调整后拟合优度
	0.979 553
	0.980 369
	0.978 284
	0.977 604
	0.981 564
	0.981 485

	F统计量
	202.213 7***

(0.000 00)
	263.181 8***

(0.000 00)
	158.669 6***

(0.000 00)
	184.330 2***

(0.000 00)
	160.721 6***

(0.000 00)
	186.540 6***
(0.000 00)

	DW统计量
	2.025 725
	2.099 973
	2.091 542
	2.474 138
	2.140 898
	2.639 567


      注：***、**、*表示变量在1%、5%、10%水平下显著

从3个模型修正后的回归结果总体情况来看：

（1） 城镇化水平、农业人口规模2个变量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都在2%～3%左右，表明城镇化水平、农业人口规模每变动1%，将引起农业碳排放强度同方向变动2%～3%。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结果与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随着广东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短期内带来大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农村大量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广东农业碳排放也随之上升，但何时出现以往文献研究中的拐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农业人口规模估计结果表明随着广东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人口规模的减少有一定的碳减排效应，当然这种效应的出现也应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低碳消费观念的提高有关。 

   （2）农业生产效率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1%左右。表明广东单位种植业产值上的碳排放与每公顷碳排放增减变动方向一致，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数学逻辑，即表明如果提高农业投入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即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效率），在总产值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值碳排放减少，必然使每公顷碳排放降低，这符合经济意义，也与预期一致。

从3个模型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具体情况来看：

（1）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农业产业结构因素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0.784，表明种植业总产值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的比重每提高1%，农业碳排放强度将同方向变动0.784%。这与预期一致。

（2） 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加入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平方项后，人均农业总产值和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平方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均为正数，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且已越过阶段较低点处于上升态势。这和李国志等[7]、李波等[20]学者得出的我国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已出现拐点的研究结论相悖。

    （3）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模型（3）相比，加入农业自然灾害程度变量后，受灾程度通过了t检验，其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自然灾害之间具有正向变动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程度每上升1%，可使每公顷碳排放提高0.037%。这与前述预期一致，也与多数研究结果相吻合。   

4    简单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简单结论如下：

第一，广东农业是典型的高碳型农业。1991—2013年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2012年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在我国31个省（区、市）中分别排第10位及第7位，均高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在全国第18位的排名。

第二，城镇化水平、农业人口规模与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前者表明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广东城镇化在短期内因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农业碳排放上升；后者表明随着人们消费意识、消费观念不断改变，广东农业人口规模下降具有一定的碳减排效应。农业生产效率因素与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表明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可以达到碳减排目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是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且目前已越过阶段较低点正处于上升态势，表明随着广东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碳排放强度仍将会上升。农业产业结构、农业自然灾害程度与广东农业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应继续加强低碳经济的宣传与教育，提高社会各界的低碳认识，尤其提高涉农主体（比如广大农户）的减碳意识，倡导低碳、节能、适度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进一步减少人类活动导致的农业碳排放。同时，科学分析与预测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尽量在妥善解决“三农”问题基础上实行有序城镇化，以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碳排放。此外，有关政府部门可尽早转移碳减排视角，尽可能地挖掘农业碳减排潜力。
（2）应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低碳农业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依靠技术来提升农业投入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应加快对节能耕作技术、节膜、节油（农用柴油）等技术的开发、利用和推广运用，积极探寻新型化肥、农药的施用技术与模式，降低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全面提高农用物资利用效率，利用农业技术进步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终达到农业碳减排目的。当然，由于低碳农业技术在前期市场规模较小、研发成本较高、人力资源稀缺，因此离不开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

    （3）应继续转变农业经济发展观念，不能只顾发展经济而不顾资源环境的约束，应在农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与农业碳减排之间找到平衡点。有效的措施是，根据现阶段广东农业产业发展的特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和优度，推进农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高效化发展；同时，加大农业投入，特别是加大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为碳减排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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